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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一体化可以缩小城市间收入差距吗？ 

——来自长三角地区的经验证据 

刘乃全 胡羽琦
1
 

【摘 要】：在我国大力推进区域一体化战略和加快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背景下，区域一体化能否在提升整体效

率的同时兼顾区际公平，成为了亟待探究的重要问题。本文基于 2000—2019年长三角 41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实

证探究了区域一体化对城市间收入差距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区域一体化对城市间收入差

距产生“倒 U 型”影响，且当前长三角大部分城市位于曲线左侧；(2)区域一体化主要通过降低交易成本和深化功

能分工扩大城市间收入差距，而通过促进城市间的知识扩散缩小收入差距；(3)区域一体化并不对小城市收入造成

损失，当前阶段的差距扩大主要由大城市收入增长更快产生。继续推进区域一体化进程，加大与知识扩散相关的政

策力度，能够在有效发挥区域一体化优势的基础上，促进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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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随着中国经济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区域一体化正在成为驱动经济转型的主要引擎。近年来，京津冀一体化、长三角一体化、

粤港澳大湾区等区域发展战略逐步上升为国家战略。区域一体化因其在资源配置、产业分工和技术溢出等方面所具有的优势，能

够实现区域整体经济效率的提升，为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提供动力支持（Coase,1960）。且在当前全球经济低迷动荡的大环境下，

区域一体化又能有效推进国内大循环，得以充分利用国内市场实现经济的良好稳定发展。与此同时，中国刚刚完成了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大步迈进，而这一阶段的核心主题

为社会主义的本质与奋斗目标——共同富裕。有学者指出，提升经济效率和缩小收入差距似乎是两个互相矛盾的目标（Ertur & 

Koch,2006）。近年来，国际社会屡屡发生如英国“脱欧”等“反一体化”事件，相关研究表明，一体化引致的社会收入差距的加

大是其最直接的原因（沈铭辉和刘均胜，2017）。反观国内实施的区域一体化，对整体区域的经济拉动作用较为明显，但对不同

城市间的收入差距又会带来怎样的影响？换言之，该区域发展战略是否能够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契合共同富裕的宏伟目标，实现

效率与公平的统一？ 

安虎森和蒋涛（2006）指出，现有研究容易将区域一体化和区域协调发展等同起来，这其实是一种误解。区域一体化实质是

区域之间通过组织机构形成政策一体化，参与分工合作，使要素和商品能够在区域间充分流动，实现生产要素优化配置的过程。

该过程主要考虑的是整体的经济效率而非区际公平，而区域协调发展强调的是区际公平。事实上，区域一体化还十分有可能加大

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之间的经济差距。新经济地理理论认为，任何能降低交易成本的因素都可能导致企业的重新选址，从而形

成集聚和不平等的发展态势。这样的循环累积过程会内生性地划分出富有的中心地区和贫穷的外围地区，进一步扩大地区差距

（Ottaviano & Puga,1998）。也有研究认为，发达地区可以受益于一体化带来的更广阔市场的优势，而欠发达地区由于要素成本

较低，仍有可能从资本进入和技术转让中获得更大好处（Pastor & Serrano,2012）。另有研究发现，在一体化的不同阶段，其对

地区收入差距还可能产生差异性影响（Beckfield,2006）。 

实证研究中，有关区域一体化和地区间收入差距的文献并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对“收敛会在何种条件下发生”的回答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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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尚未达成共识。国际研究主要以欧盟为对象展开，部分研究运用收敛模型和非参数分析等方法进行，随着一体化水平的加深和

范围的扩大，欧盟国家间的收入差距持续拉大，该现象一定程度上由企业在发达国家的地理集聚所致（Strielkowski & 

Höschle,2016;Heidenreich & Wunder,2008）。而 Chapman & Meliciani(2012）运用类似方法得出与之相反的结论，他们指出扩

容后的欧盟国家间呈现出一定的经济收敛。Beckfield(2006）采用计量模型验证了“倒 U型”曲线的存在，他认为，区域一体化

会通过扩大市场竞争在初期增加收入不平等程度，而在后期通过福利国家和社团机构起到平衡收入的作用。当前，我国学界对两

者关系的直接研究不多，大部分都是从一体化的不同视角对地区差距的影响机制进行分析。刘修岩（2014）、徐现祥和李郇（2005）、

范剑勇和张雁（2009）分别研究得到，空间集聚、市场分割和准入差异能够对地区收入差距产生重要影响。李娜等（2020）认为

降低运输成本和促进产业转移的复合政策，有利于欠发达地区发展以及长江经济带的收入差距缩小。陈喜强和姚芳芳（2020）发

现，泛珠三角区域一体化能够在短期内缩小地区居民收入差距，却在长期呈扩大作用。 

综上所述，关于区域一体化如何影响地区间收入差距的问题，国内外学者均展开了一定的探讨，但仍存在以下几处不足。首

先，大多数国外研究采用的方法仅能估计出统计效应而非因果效应，该结果容易受其他共同作用因素的影响。且在欧盟扩容过程

中，新加入的国家大多为低收入国家，在统计上会天然地扩大收入差距，而该改变并非由区域一体化内生性地带来。其次，国内

文献对该命题的探究仍不充分，未能得到成熟解答。而国际研究由于存在货币、关税、工会、制度差异等诸多不同的背景前提，

无法简单对应至我国国内区域之间的状况。最后，现有研究大多仅给出了一体化影响收入差距的作用方向，并未进一步探究具体

的传导机制。厘清其中的影响机理有助于在推进区域一体化的过程中，制定有利于缩小收入差距的相关政策，尽可能在保证效率

的前提下兼顾公平。有鉴于此，基于新经济地理理论，本文对区域一体化影响城市间收入差距的方向和机理进行理论探讨并提出

假设，再以我国长三角地区为研究对象，采用计量经济学方法展开实证探究。 

本文剩余部分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理论分析与假说提出；第三部分是模型设定与数据变量说明；第四部分是实证结果与

解释；第五部分是机制检验；第六部分是进一步探究；第七部分为结论与政策建议。 

二、理论分析与假说提出 

新经济地理理论较好地阐释了区域分异现象，其中“本地市场效应”和“价格指数效应”分别作为经济系统中的两个集聚

力，在区域一体化扩大地区收入差距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安虎森和蒋涛，2006）。随着一体化程度加深、区际流动性加强，

个人和厂商均会选择对自己有利的城市进行发展。本地市场效应从需求角度解释了地区收入差距的扩大，即厂商更倾向于选择

市场规模更大的城市发挥规模经济优势，且临近大市场能够有效降低运输和贸易成本。价格指数效应则从供给角度出发，大城市

由于集聚了更多厂商，外购商品更少，其产品可以拥有更低的定价，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消费者的实际工资，吸引更多人口流入。

Takahashi et al.(2013）构建的 NEG模型证明了以上过程，即厂商倾向于在需求和收入更高、商家联系更密切的区域发展，此

时劳动力也会被吸引到工作机会更多的区域从而获得更高的工资收入。 

经济系统中同样也存在分散力，主要包括“市场拥挤效应”和“知识扩散效应”。市场拥挤效应表明在厂商众多的城市，由

于商品之间存在一定的替代性，厂商间会在互相争夺消费市场的过程中形成激烈的竞争，在互相降低价格的过程中损失自身的

利润（Accetturo,2010）。同时，由于一些不可移动要素在大城市中的相对稀缺性，产业和人口的集聚区会形成高昂的地租、拥

堵的交通以及部分资源的匮乏，当拥挤成本超过了规模经济能够获得的益处，人和厂商就会有向小城市迁移的倾向（姚鹏和孙久

文，2015）。知识扩散效应表示一个城市所拥有的知识和技术，可以通过逐渐自由化的贸易和交通环境，附着在人和商品之上在

城市间进行扩散。而知识的扩散具有单向性，总是由高水平城市向低水平城市扩散，使得小城市在不依靠任何知识创造成本的基

础上，就能获得知识提升与技术进步（池建宇和顾恩澍，2017）。 

经分析可知，随着区域一体化水平的不断提高，集聚力首先占据主导地位，显著地拉开城市间的收入差距；而到一体化后期，

高度的集聚性和流动性才能使市场拥挤效应和知识扩散效应有效发挥，使得经济回归分散与平衡。由此提出假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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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 1：区域一体化对城市间收入差距产生“倒 U型”的非线性影响，即随着一体化程度加深，城市间收入差距会扩大，在

达到一定程度后，城市间收入差距会缩小。 

由以上的理论分析过程还可概括出两种具体的作用机制。其中，与集聚力相关的由运输成本、信息成本和区际要素流动性所

共同描绘的交易成本变动，是区域一体化的重要内涵。随着区际交易成本的减小，商品和要素能够更为自由地在城市间流通，由

本地市场效应和价格指数效应共同形成的循环累积因果机制将会使得大城市的吸引力增加，人口和产业有向本地市场更大的中

心城市迁移的内生倾向，因此交易成本的下降可以看作是区域一体化扩大城市间收入差距的正向推动力。而与分散力相关的知

识扩散因素，能够在一体化过程中使小城市的知识和技术水平向大城市靠拢，有助于小城市的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对

人口和产业的吸引力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从而获得收入提升。因而知识扩散应为区域一体化缩小城市间收入差距的一个核心

作用力。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2和假设 3。 

假设 2：区域一体化能够通过降低交易成本，扩大城市间收入差距。 

假设 3：区域一体化能够通过增强知识扩散，缩小城市间收入差距。 

由于传统的新经济地理理论仅将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纳入分析框架，忽略了服务业的作用。而现实中，基于制造业和服务业

的功能分工作为区域一体化的重要表现形式，在产业的专业化视角上，能够对城市间收入差距产生显著影响。一般而言，制造业

区位选择过程中对土地、资本和劳动力等要素成本非常敏感，而生产性服务业则相对不敏感，主要取决于市场临近、知识溢出和

人力资本积聚程度（Davis & Henderson,2008）。在此作用下，随着区际一体化程度提高，制造业空间分布越来越分散，服务业

越来越集中，逐渐形成“中心城市主要承担管理和研发功能，外围城市主要承担制造和加工功能”的空间功能分工格局

（Duranton & Puga,2005）。且高技术人才、跨国公司总部、知识密集型服务部门的集聚会产生经济增长的自我强化机制，促进

中心城市资本的集聚和决策力的加强。而外围城市基于制造业的专业化分工，面临相对劣势的社会经济条件，较难从技术进步和

结构升级中获益（Heidenreich & Wunder,2008）。据此，本文提出假设 4。 

假设 4：区域一体化能够通过促进功能分工，扩大城市间收入差距。 

三、模型设定与数据变量说明 

（一）研究样本 

本文选择 2000—2019 年长三角地区 41 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该选择主要考虑到长三角地区作为我国经济相对发达、实力

较为强劲的地区，在区域一体化方面进行的尝试与探索也由来已久，城市间的一体化水平达到一定深度。2018 年，长三角一体

化又被提升为国家战略，长三角地区的经验和实践效果可以为全国其他地区提供典型示范。由于本研究主要探讨区域一体化如

何影响城市间收入差距的问题，该命题涉及城市与城市之间的互动关系，区域一体化程度和城市间收入差距均为相对指标，因此

不能将地级市作为基本的研究样本单元。参考齐讴歌等（2018）、黄新飞等（2013）研究，本文将长三角地区的 41个城市进行两

两配对，将一组城市作为基本观测单元，共计 820组。 

（二）模型设定 

本研究的被解释变量为城市间收入差距，解释变量为区域一体化。如何衡量区域一体化是前人研究中的关键点和难点所在。

太单一的指标无法涵盖区域一体化的复杂内涵，太冗杂的指标体系又难以实现长时间跨度的数据获得。基于许多国际区域一体

化研究的经验，学者们大多会将区域一体化分为政治一体化和经济一体化单独进行讨论，来探究政策制度与市场机制带来的差

异化影响。本文将区域一体化分为两大指标进行衡量：一是加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虚拟变量，指代政策一体化；二是价格法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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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市场一体化指数，为连续变量，用以衡量市场一体化。本文认为，这两大指标的结合能够较为全面地反映区域一体化过程。

首先，区域一体化不是一个单纯的市场行为，由于城市行政壁垒的真实存在，区域一体化的推进必须以政策制度的改变为前提

（安虎森和何文，2012）。只有加入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入席每届正式会议，参与到区域合作的政策讨论和实施过程中，才

是真正践行区域一体化过程。因此，可以将政策一体化作为区域一体化的起点，探究从 0到 1带来的影响效应。而从区域一体化

的本质上看，将存在壁垒的多个城市，融合为分工明确、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的联合区域，成为统一共享的大市场，是区域一体

化的终极目标和意义所在。因此，市场一体化程度可以作为检验区域一体化运行效果的指标，可将其看作区域一体化的结果，代

表城市间实际的一体化水平。 

基于对解释变量的考虑，本文的基准回归将使用以下三个模型。首先是双重差分（DID）模型，用以评估样本加入长三角带

来的政策效应。而由于城市间的一体化发展可能存在滞后性，一体化效果不一定能在当年立即显现出来，本文采用事件研究

（EventStudy）法观察样本加入长三角后连续几年对收入差距影响的动态变化，同时该方法也能用于检验 DID 模型的平行趋势

假设。最后，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估计连续变量——市场一体化对地区收入差距产生的影响。三个模型的回归方程

设定如下： 

基准回归 1：双重差分模型。 

 

其中，bdispit为城市组 i 在 t 年的收入差距，β 为待估核心系数，joinit为政策一体化变量，表示城市组 i 在 t 年是否均

加入了长三角一体化发展，1表示加入，0表示未加入。Xit为一系列控制变量。δi和μt分别代表地区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

εit为随机扰动项。 

基准回归 2：事件研究法。 

 

其中，Din
t-joinyeari=n的赋值方式为当 t-joinyeari=n时，赋值为 1，否则为 0。t代表年份，joinyeari代表城市组 i加入长三角

的年份。本文将 t-joinyeari<-5的合并到 n=-5，将 t-joinyeari>5的合并到 n=5，并设定 n=-5为基准组。由于 n=5中包含 5年

及之后多个年份的综合效应，与 n=1至 4不具有可比性，所以回归结果中汇报 n=-4至 4的系数估计结果。其余变量和参数的含

义同式（1）。 

基准回归 3：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模型。 

 

其中，integrit表示城市组 i在 t年的市场一体化程度。由于理论部分认为在区域一体化和城市间收入差距的关系中，同时

存在集聚力和分散力，由两者综合得到的影响可能存在非单调的效应。因此在模型中引入市场一体化程度的二次项，用以探究非

线性效应。其余变量和参数的含义同式（1）。 

（三）变量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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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被解释变量 

城市间收入差距（bdisp）。在测度两地差距时，大部分文献使用两地经济指标的比值来衡量地区差距（高波等，2012）。本

文衡量居民收入的最佳指标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然而由于数据可得性和完整性受限，大多数研究采用人均 GDP 作为居民收

入的代理指标来衡量区域间的收入差距（刘修岩，2014;Beckfield,2006;Chapman & Meliciani,2012）。鉴于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具有居民福利水平的属性，而 GDP 通常用于衡量一个地区的经济总量大小，本文附加使用职工平均工资作为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的代理变量。2021年，我国人均工资性收入占可支配收入的一半以上，因此使用工资数据具有一定的解释力度。 

2.解释变量 

区域一体化，分为政策一体化（join）和市场一体化（integr）。政策一体化为城市组是否加入长三角的虚拟变量，仅当一

组的两个城市均加入长三角时，该变量才赋值为 1，否则为 0。市场一体化指数采用价格法测算（刘乃全和吴友，2017；刘修岩

等，2017）。该方法的原理为：两地商品的相对价格指数差异越大，说明两地的市场分割程度越高，即市场一体化程度越小。本

文搜集了长三角 2000—2019 年各个地级市 13 类商品的价格指数数据，分别包括食品、饮料烟酒、纺织品、服装鞋帽、家用电

器、文化体育、日用品、化妆品、金银饰品、中西药品、书报杂志、燃料和建筑机电。但由于数据缺失和异常数据等数据质量原

因，纺织品、金银饰品和书报杂志三类商品被剔除，最终选用其余 10类商品作为市场一体化指数计算的商品种类。计算公式如

下： 式中i和 j表示两个地区，

k代表某一商品，t代表年份，P表示价格指数，△Qijkt为地区 i和 j在年份 t时商品 k的价格指数比值相较前一年的波动，

为其所有 ij组合的均值，var(qijt）为对每一组 ij取 10种商品 qijkt的方差。 

3.控制变量 

本文的研究样本为两两城市构成的城市组，因此控制变量也使用相对指标进行衡量。参照已有文献和经济学理论（刘修岩

等，2017；张学良等，2017；刘乃全和吴友，2017；胡安俊和孙久文，2014），选取以下可能与城市收入及收入差距相关的控制

变量。 

城市规模比（rsize）。在各类经济学理论中，城市规模向来是经济生产和居民收入的关键变量。本文使用城市常住人口对城

市规模进行衡量。 

开放程度比（ropen）。一个城市的对外开放程度决定了该城市的国际市场大小，对本地经济的结构和活跃程度均有重要影

响。本文采用城市当年实际使用外资（按照当年汇率转换为人民币价值）占 GDP的比重来度量对外开放程度。 

投资比（rinv）。投资对地区收入的影响也难以忽视。本文采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占 GDP的比重度量投资水平。 

政府支出比（rgov）。政府行为对当地经济也能产生深刻影响。本文使用地方财政一般预算内支出占 GDP的比重衡量政府财

政支出。 

人力资本比（rhum）。人力资本与一个城市的创新能力相挂钩，且创新能力能显著影响城市产业的生产率。高校教师则是主

要从事科研工作的人群，本文选择普通高等学校专任教师数除以年末总人口数衡量城市的人力资本水平。 

基础设施比（rinfr）。城市的基础设施，尤其是交通基础设施，能够显著影响城市的人员和商品流动，从而影响经济生产活

动。本文采用城市人均道路铺装面积的对数来度量基础设施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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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所有数据来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01—2020）》、《上海市统计年鉴（2001—2020）》、《江苏省统计年鉴（2001—

2020）》、《浙江省统计年鉴（2001—2020）》、《安徽省统计年鉴（2001—2020）》、EPS中国区域经济数据库、EPS中国城乡建设数

据库以及各个地级市的统计年鉴。稳健性检验和机制检验中使用的夜间灯光数据来自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NOAA）公布的

全球灯光数据，并自行对灯光数据进行校准和拟合。城市间创新合作数据来自 WebofScience网站。对于缺失数据，本文使用内

推法和外插法进行补齐。 

表 1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变量说明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bdisp 城市间差距（GDP） 2.095 1.793 0.125 18.77 

bdisp0 
城市间差距（工

资） 
1.217 0.421 0.358 3.914 

join 政策一体化 0.330 0.470 0.000 1.000 

integr 市场一体化 0.515 0.256 0.063 4.845 

rsize 城市规模比 2.235 2.257 0.107 32.87 

ropen 开放程度比 3.037 7.512 0.016 382.9 

rinv 投资比 0.965 0.442 0.138 4.825 

rgov 政府支出比 0.900 0.420 0.220 3.918 

rhum 人力资本比 4.001 8.254 0.015 157.9 

rinfr 基础设施比 1.188 0.521 0.176 5.063 

 

四、实证结果与解释 

（一）政策一体化对城市间收入差距的影响 

表 2汇报了式（1）的回归结果。其中（1)～(2）列和（3)～(4）列的被解释变量分别为由人均 GDP和平均工资衡量的城市

间收入差距。可以发现，（1)～(4）列的核心解释变量回归系数均在 1%水平上显著为正。结果表明，无论使用哪种收入代理指标，

且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政策一体化均对城市间收入差距起到了正向影响，即加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会扩大该城市与其余长

三角城市之间的收入差距。该结论与理论预期相符。在区域一体化初期，城市之间的贸易自由度较低，此时提高一体化水平会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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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循环累积因果机制。大城市中集聚的大量厂商和人口，为企业提供了广阔的需求市场，为消费者提供了多样化的商品选择。同

时生产要素进一步向大城市集聚，从而扩大城市之间的收入差距。 

控制变量的回归系数也基本符合理论预期。开放程度比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开放程度差异的增加将会扩大城市间的收入

差距。更加开放的经济环境，有利于外资和先进技术的引进，能够促进本地商品的进出口，从而发展本地经济，进而扩大与其他

城市的收入差距。投资、人力资本和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水平的提升与开放程度带来的影响效应较为类似，均能对本地经济起到较

大的推动作用，从而拉开与其他城市的收入差距。城市规模比的系数显著为负，这与直觉稍有不符，但由于本文采用了人均指标

衡量城市居民收入，因而人口的增加一定程度上会对人均收入起到负向影响。且人口的流入短期内会增加劳动力供给、扩大竞

争，导致工资水平的下降。政府支出比的回归系数在两个代理变量表征的回归方程中呈现出不同的作用方向。在人均 GDP的回归

方程中，产生了负向影响，而在平均工资的回归方程中，则产生了正向效应。可以理解为政府干预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资源要素

的配置效率，从而对本地经济产生负向影响。而从工资福利角度，政府支出可以保障社会和企业的平稳运行，对工资水平可以起

到一定的提升作用。 

（二）政策一体化对城市间收入差距影响的动态变化趋势 

该回归主要关注系数 φn的估计结果，来观测政策一体化效应随时间的动态改变。由于 n=-5 被设定为基准组，各回归系数

可以反映的现实意义为：与基准组相比，在加入长三角的第 n年，加入一体化发展对城市间收入差距的影响与还未加入的地区相

比是否存在显著差异。 

回归结果显示，当 n=-4,-3,-2,-1时，估计系数均不显著。表明在处于未加入长三角一体化的阶段，控制住一系列控制变量

后，城市间收入差距变量的变动趋势并未展现出显著差异。这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 DID 模型所基于的平行趋势假设。从

n=0,1,2,3,4的估计结果中可以看出，在加入长三角一体化后的阶段，一体化政策效应均产生了正向影响，不同阶段的显著性略

有不同，但都至少在 10%水平上显著。说明由加入长三角所引发的政策一体化能够显著拉大城市间的收入差距，该结果与 DID模

型结果一致。此外，在比较不同阶段回归系数的大小后能够得知，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一体化对城市间收入差距的促进作用呈

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动态趋势。这一结论也与预期相符。在加入一体化的初期，城市间壁垒降低，企业和劳动力将会因为本地市

场效应和价格指数效应被大城市吸引，人口和产业流入大城市，城市间差距扩大。而加入后随着时间的推移，有移动倾向的人口

和产业逐渐完成转移。由于市场拥挤效应和知识扩散效应的存在，为经济系统提供了分散力，因此人口和产业并不会无限制向大

城市流动。在加入一体化发展的多年之后，大城市中企业的激烈竞争、拥堵的交通和高昂的地租将会使小城市的相对吸引力增

强。同时由一体化引发的知识扩散，使得小城市逐步接收到大城市辐射出的知识与技术，小城市的创新储备增强从而带动技术进

步，与大城市之间的创新差距缩小。当前研究仅得到加入后 4年仍为一个正向效应，但根据理论合理推测，随着加入年份的继续

增长，该系数极有可能发展为一个负值，意味着区域一体化对城市间收入差距起到一个负向影响。 

表 2政策一体化对城市间收入差距的影响 

 (1) (2) (3) (4) 

join 0.167***(0.018) 0.062***(0.016) 0.061***(0.006) 0.025***(0.005) 

rsize  -0.306***(0.008)  -0.033***(0.002) 

ropen  0.019***(0.001)  0.00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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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nv  0.290***(0.015)  0.191***(0.005) 

rgov  -0.320***(0.025)  0.036***(0.008) 

rhum  0.017***(0.002)  0.006***(0.000) 

rinfr  0.148***(0.012)  0.056***(0.004) 

常数项 2.205***(0.021) 2.458***(0.039) 1.338***(0.007) 1.029***(0.012)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地区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16400 16400 16400 16400 

R2 0.898 0.918 0.811 0.853 

 

注：括号内数值为标准误；*、**和***分别表示在 10%、5%和 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 

（三）市场一体化对城市间收入差距的影响 

在该模型中，解释变量由原来的政策一体化虚拟变量，替换为市场一体化连续变量，因此选择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

对此进行回归估计。其中，（1)～(4）列和（5)～(6）列的被解释变量分别为由人均 GDP 和平均工资衡量的城市间收入差距。

Hausman检验结果显示，除了不包含控制变量的模型应选择随机效应模型之外，其余模型均支持固定效应模型。事实上也可以发

现，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在符号和显著性上都十分相近，对模型的选择并不会对结论产生巨大影响。回归结果显

示，市场一体化变量的一次项系数为正，二次项系数为负，均在 1%水平上显著。表明市场一体化和城市间收入差距呈现“倒 U

型”关系。市场一体化的深入，首先将扩大城市间差距，达到一定水平后，将缩小城市间差距。假设 1得到验证。 

接下来，本文对拐点值进行分析，以明确当前长三角市场一体化水平处于何种阶段。由 Hausman检验筛选的模型（列（2）、

列（3）和列（5））计算可得，对收入差距的影响效应由正转负的市场一体化临界值分别为 3.69、3.65 和 2.74。基于变量的描

述性统计，可以发现长三角城市间市场一体化程度的差异非常大——最小值为 0.06，最大值为 4.85。这也意味着已经有部分城

市间的一体化程度已经突破拐点。但目前绝大多数的长三角城市还是处于“倒 U 型”曲线的左侧，即在当前阶段实施一体化举

措会在一定程度上加大城市间的收入差距。另外，当解释变量由政策一体化替换为市场一体化后，控制变量的系数符号和显著性

均与之前保持一致。 

（四）稳健性检验 

本文分别通过反事实检验、内生性处理和替换变量法对基准回归所得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首先，反事实检验运用于检测政

策评估结果的稳健性，以排除某些不可观测因素可能对结果产生的影响。本文借鉴 Zhang et al.(2020）人为拟定事件发生时间

的设定方式，将各城市加入长三角的实际年份分别提前 3年、4年和 5年作为假想的加入年份，构建相应虚拟变量，利用式（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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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回归估计。其次，GMM模型和工具变量法可用来降低内生性问题对估计结果的影响。本文采用系统 GMM和差分 GMM模型，在

式（3）基础上，参考吕炜和储德银（2011）引入被解释变量的滞后一期作为解释变量进行估计。同时，参考胡安俊和孙久文（2014），

选择解释变量的滞后一期和滞后二期作为工具变量进行两阶段最小二乘（2SLS）回归。此外，基于我国统计数据可能存在的缺失、

误差、异常值问题，本文参考刘修岩等（2017）的研究，将夜间灯光亮度作为城市居民收入的代理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本文基

于 Liu et al.(2012）的数据处理方法，先对 NOAA公布的夜间灯光 DMSP数据和 VIIRS数据进行相互校正，再进行年内融合，最

后进行年际间校正，最终得到 2000—2019年长三角 41个地级市“合成 DMSP”夜间灯光亮度均值数据。 

将政策实施时间提前 3 年或 5 年，变量系数不再显著，而提前 4 年的系数显著性也非常低，说明能够排除不可观测因素对

结果造成的影响。而内生性处理后以及替换变量后，系数的符号和显著性均与基准回归保持一致，仅测算出的拐点值略有差异。

该结果验证了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五、机制检验 

（一）模型设定与变量选择 

在明确了区域一体化对城市间收入差距的影响方向之后，需要对其中的作用机制进行识别和验证。理论部分已经总结出区

域一体化影响城市间收入差距的三大机制，分别为交易成本机制、知识扩散机制和功能分工机制，本节将使用长三角的现实数据

对其进行测度和检验。检验过程分为两步：第一步探究机制变量对收入差距的影响，明确机制作用方向；第二步检验区域一体化

对机制变量的影响，确保机制的有效传导。三个机制变量的选择和测度方式由下文给出。 

1.交易成本机制变量 

运输条件（amil）。公路里程可以反映一个地区的运输条件和通达程度，本文将其看作运输成本的（反向）代理变量，具体

采用公路通车里程除以城市土地面积衡量（齐讴歌等，2018）。由于基本观测单元为两两城市组，本文采用两个城市的平均公路

里程来度量运输条件。 

信息化条件（apote）。邮电业务量能够用于测度一个地区的信息化条件（胡安俊和孙久文，2014）。本文将其作为信息成本

的（反向）代理变量，用邮电业务总量占 GDP的比重衡量，同样取两个城市的均值来反映两座城市的信息化条件。 

商品流通性（agoo）。货运量可以反映一个地区的商品流通性（胡安俊和孙久文，2014；刘修岩等，2017）。本文将其作为商

品流动成本的（反向）代理变量，采用两两城市的平均货运量对数进行测度。 

人员流通性（apass）。客运量可以反映一个地区的人员流通性（胡安俊和孙久文，2014；刘修岩等，2017）。本文将其作为

人员流动成本的（反向）代理变量，采用两两城市的平均客运量对数进行测度。 

2.知识扩散机制变量 

创新合作（coop）。本文使用两两城市间合作发表的期刊论文数量来测度城市间的创新合作，或者说是知识联系强度。参考

姚常成和吴康（2020）的数据搜集方式，本文使用 WebofScience全球引文数据库，在搜索栏中选择地址条件将两两城市组合在

2000年至 2019年的论文合作情况统计出来。1 

3.功能分工机制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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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分工（rind）。本文采用空间功能分工指数刻画城市间的功能专业化程度。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rindit为城市组 i在 t年的空间功能分工指数。s代表生产性服务业，m代表制造业，2n代表行业数量。Lsk,1t(Lmk,1t）

表示城市组内城市 1的某一生产性服务行业（制造行业）在 t年的从业人员数；Lsk,2t(Lmk,2t）表示城市组内城市 2的对应数值。 

（二）回归结果 

公路里程、邮电业务和货运量对城市间收入差距均表现为 1%水平上显著的正向效应。该结果表明，随着运输成本、信息成

本和商品流动成本的下降（即三个指标数值的上升），城市间收入差距将显著扩大。结合第二步的检验结果，得到区域一体化的

推进导致交易成本下降的结论，交易成本的下降再进一步扩大收入差距。该结论印证了假设 2。 

而客运量系数在 1%水平上显著为负，表示人员流动成本的下降能够显著缩小城市间的收入差距。由于知识扩散是以人的流

动为媒介的，不同城市的人与人进行面对面交流，都能分享出自身所拥有的知识和思想。知识扩散的本质是人员的扩散。因此人

员的流动不仅仅在交易成本的机制中得到体现，同时还应在知识扩散机制中得到体现。由于客运量的系数显著为负，表明该变量

所引发的知识扩散效应大于交易成本效应，因此本文将在知识扩散机制检验中加入客运量这一变量，表征人员互动水平。 

创新合作和人员互动的回归系数分别在 5%和 1%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知识在城市之间的扩散能够有效提升小城市的知识拥

有量，促进其创新能力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从而提升收入水平，缩小与大城市之间的收入差距。结合第二步结果，得到区域一

体化通过知识的扩散缩小城市间收入差距的结论，假设 3得到验证。 

列（1）显示，功能分工变量的系数在 1%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随着城市间功能分工程度的加深，收入差距会显著拉大。该

现象与不同类型产业的知识密集程度相关，生产性服务业多为知识密集型行业，负责产业链中的高端环节。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

更能在本地形成先进技术与服务的创新环境，相对一些中低技术制造业或重工业来说，更有利于城市收入的提升。因此，空间功

能分工的推进对城市间收入差距来说具有扩大影响，功能分工机制即为一种正向影响机制。 

（2)～(9）列进一步将长三角城市按人口和经济规模分类（处于前 50%的城市定义为大城市，其余城市定义为小城市），探

究区域一体化是否真正形成了大小城市间差异化的功能分工现象。结果显示，按人口规模分类的大小城市系数与按经济规模分

类的系数符号相一致，但按经济规模分类的系数显著性要略高一些。可以发现，政策一体化和市场一体化对大城市的功能分工指

数呈现正向影响，对小城市则呈现负向作用。该系数含义为区域一体化能够使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相对比例在大城市得到

一定提升，而在小城市有些许下降。该结果能说明长三角一体化过程确实促进了大小城市之间的功能分工——形成了生产性服

务业集聚于大城市，制造业集聚于小城市的空间专业化模式。结合列（1）的结果来看，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相对制造业来说，

对本地收入水平的提升更加有利，因而区域一体化通过功能分工机制最终导致了城市间差距的拉大，假设 4得到验证。 

六、进一步探究 

由上述机制分析可知，三条机制中有两条机制显示出了对大城市的青睐。那么区域一体化究竟会不会造成对小城市经济的

损害？如果区域一体化能够促进大城市和长三角整体的发展，但却是建立在损害小城市的利益之上，那区域一体化就并不是一

个很好的区域政策。并且，对于小城市的地方政府来说，也许他们不会很关注他们与其他城市之间的收入差距，但一定非常关注

他们自身地区的经济发展态势。若加入一体化发展会对小城市的经济造成损害，则小城市就不会有加入一体化组织的意愿。即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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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从整体经济上考虑希望推行区域一体化政策，在实际的实施过程中也会有很大的阻碍，小城市当地政府会出于自身利益考

虑，并不会真正按照一体化政策文件上的要求展开城市间的交流与合作。 

本部分研究则希望解答上述困惑，分别观察大小城市一体化发展后其收入水平的相对变化，以探究区域一体化引发城市间

收入差距扩大的真相——该扩大效应究竟是由大城市收入增加、小城市收入降低引起的，还是由大小城市收入均增加、大城市增

加得更多产生的？本文使用人均 GDP 为被解释变量，将城市按人口和经济规模大小分类，然后分别对大城市和小城市进行回归

估计。 

按人口规模分类的结果来看，政策一体化和市场一体化均能显著提升大小城市的收入水平，而大城市的提升数值更大一些。

由此看来，区域一体化所引发的城市间收入差距的扩大，并非是建立在损害小城市的利益之上。虽然大城市所拥有的大规模市场

在一体化发展中，显得很有吸引力，有可能会抢占小城市的部分人口和产业资源，但由区域一体化所带来的知识扩散、经济带

动、专业化发展和市场范围的扩大，仍能为小城市带来诸多发展机会，使收入水平提升。按经济规模分类的结果来看，政策一体

化对大城市收入的促进作用强于小城市，但市场一体化已经显现出对小城市收入更大的提升效应。根据第四节得到的市场一体

化“倒 U型”结论，可以得知，近年来长三角地区已经有部分城市间的市场一体化水平突破拐点，达到一个较高的层次。此时继

续加深市场一体化程度，大城市的负面拥挤效应会超过其本地大市场具有的优势，产业和人口会被小城市宽松、怡人、并不过低

的知识创新水平、并不过小的市场规模等经济环境所吸引，小城市的收入提升会加快，与大城市之间的差距会逐渐缩小。此外，

本研究还使用了平均工资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估计，同样得到了类似结论。 

七、结论与政策建议 

基于我国区域一体化的重要战略以及当前共同富裕的奋斗目标，本文以长三角地区城市为研究对象，实证探究了区域一体

化战略是否能契合共同富裕目标、缩小城市间的收入差距。本文研究证实，在当前阶段，长三角一体化总体上扩大了城市间收入

差距。但随着一体化程度的继续深入，在未来将逐步实现效率与公平的统一。细分来看，由加入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表征的政

策一体化指标显示，在政策一体化初期，城市间收入差距会显著扩大，随着加入年份的推移，该正向影响会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

动态趋势。而由市场机制作用形成的市场一体化指标来看，市场一体化与城市间收入差距呈现出“倒 U型”影响，即随着一体化

程度加深，城市间收入差距将会先扩大后缩小。目前长三角的大部分城市还位于“倒 U型”曲线的左侧，仅个别城市间的一体化

水平突破拐点。本文还进一步探究了区域一体化对城市间收入差距影响的作用途径，其中，区域一体化主要通过降低交易成本和

深化功能分工扩大城市间差距，而能够通过促进城市间的知识扩散缩小差距。此外，本文还对大小城市的作用效应进行了分别探

讨，得出区域一体化并未对小城市造成收入损失的结论。当前显示出的差距扩大，主要由区域整体收入增加、而大城市增加得更

多所造成的。 

本文的研究结论具有以下几点启示意义。首先，区域一体化对城市间收入差距的扩大效应是阶段性的，随着区域一体化水平

的继续提高，城市间的收入差距最终也会被缩小。因而区域一体化属于一种良性区域政策，能够有效满足地区经济增长和追求公

平的双重需要。因此，大力推进实施长三角一体化的国家战略，在我国各个片区形成多个高质量的区域一体化发展联盟，能够在

当前特殊的、较为封闭的国际环境下，更大程度地利用国内的广阔市场，形成区域经济效率与公平兼具的高质量发展。其次，在

诸多层面的区域一体化政策中，需要加大与知识扩散机制相关的政策力度，例如城市之间高科技研究设备的共享，区域创新合作

平台的构建，以及完善区域交通网络，充分给予人与人面对面交流的便利途径。因为在三个机制变量中，唯有知识扩散机制始终

作为一种分散力在缩小城市间差距。与交易成本减小、功能分工加深相关的一体化政策，都有可能在区域整体收入增长的过程中

牺牲掉一部分的区际公平。特别是在当前一体化水平还有待提升的阶段，优先采用与知识扩散机制相关的政策，能够更好地实现

城市之间的共同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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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鉴于不同城市间的论文合作篇数差距较大，为了缩小指标差距的绝对值，本文将合作论文数量除以 100作为创新合作的指

标数值。 

2 依照行业分类的国家标准，本研究将行业编号为 51-62、68-78 的服务业界定为生产性服务业，主要包括：交通运输、仓

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査业。将

行业编号为 13-43的行业界定为制造业，主要包括：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 


